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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的阐释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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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精耕细作阶段，这对多元化、专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
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体现在具体的体制与制度上，也体现在抽象的公信
力与影响力上，要以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作为构建基础。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程
中，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新的争端解决机制要在完善各国国内争端解决方
式，整合国际、区际争端解决方式，组建新的争端解决机构和规则的前提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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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
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响应。
作为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合作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涉及商贸和投资的法
律服务与司法保护不可缺位。中国企业“走出
去”与沿线国开展投资贸易，势必产生纠纷，需
要有公平、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作为
“一带一路”构想的倡导者、推进者和践行者，
理应主动承担起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
制和机构的重任。为了从法律机制上为“一带
一路”建设保驾护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17年“两会”期间提出将研究建立
“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健全“一带
一路”相关法律制度和培育“一带一路”司法人
才队伍。2018年 1月 23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
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一带
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设计
了蓝图。
一、“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提出与

定位

( 一)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理论界就开始关
注中国对外贸易的保障与救济问题。其中，如
何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妥善化解商贸纠纷是顺
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学者从微观层面的建言献策得到了
官方的积极回应，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一
带一路”的争端解决，随即从宏观上展开了争
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研究。2016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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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贺荣在第四届香港

“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上提出，要建立一套公
正、高效，为各国普遍接受与认同的争端解决机
制。同时她还对“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
坚持的理念和原则提出了要求。① 2017 年 3 月
10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张勇健接受法
制网记者“两会”系列访谈时表示 2017 年最高
人民法院将推进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
心，并就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涉外审判疑难问

题出台司法解释。② 2017年 4月 20日至 21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访问世界贸易组织总部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时表示，最高人民法

院愿与世贸组织加强合作，研究借鉴国际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一带一
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推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法治化。③ 可以看到，自
2015年 7月 8日《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就开始积极设计配套“一带一
路”司法保障体系，相继发布了一系列与解决
争端有关的司法解释，④为建立完备的争端解决

机制积极地做准备。2017 年度是最高人民法
院重点关注、深入探索、全面启动构建“一带一
路”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一年，除了在内部加
快推进“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机
构研究外，还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对外传播

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为创建共商、共建、
共享，互利、互惠、互赢的争端解决机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越来越受

到国际社会关注。新时代下，推动建设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内容。2018年 1
月 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
制和机构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这是对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贯彻落实，

也是对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与其相关的争
端解决机制是否公平、公正、高效，直接显示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治理软实力。将“一带一
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建立上升为国家下
一阶段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力图在新时代实

现新突破，正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转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的大环境、
大背景下，中国探索国家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的
新实践。《意见》强调，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
决机制和机构，要注重区际和国际间的交流，且

以平等协商、携手共建、共同受益的原则为指
导，依托国内现有的诉讼内和诉讼外纠纷解决

资源，吸收、整合沿线各国的法律服务资源，建
立一套广泛认可、普遍适用的多元化争端解决
机制，为“一带一路”商贸和投资争端的化解提
供法律支撑，营造出更公平、更稳定、更高效、更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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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申蕾:《构建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载《人民法院报》2016 年 10月
12日第 1版。

参见王泽艳:《最高法:推进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http: / /www．legaldaily．com．cn / index_article /content /
2017－03 /10 /content_7047748．htm? node= 5955，访问日期: 2018年 1月 25日。

参见周斌:《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载《法制日报》2017年 4月 24日第 4版。
如 2016年 2月 24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

辖问题的规定》、2016年 8月 1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 》、2016年 11月 18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参见习近平:《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载《人民日报》
2018年 1月 24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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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定位⑥

1．具体的体制与制度+抽象的公信力与影
响力。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机制”是指有机
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机制”的概念
主要涵盖如下几层意思: 一是整体的事物是由

各个不同部分所组成; 二是不同部分承担着不

同的功能，整体功能的发挥要建立在协调不同

部分的基础上; 三是正确处理各部分关系需要

具体的运作方式; 四是机制通过一定的运作方

式将各部分统一起来，以实现规范化运作，发挥

最大效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套
集司法、仲裁、调解为一体的多元争端解决方
式，构建这一争端解决机制需要在激发不同部

分固有功能的基础上注重三者之间的有效衔

接，最终形成整体合力，为争端的解决搭建新

平台。
“机制”的建立需要载体，换而言之，要明
确“机制”通过什么形式建立，又依靠什么来实
现。“机制”的建立依赖于“体制”和“制度”，
从一般意义上讲，二者都有规则、准则的含义。
但这里的“体制”侧重于组织职能和权责，要求
明确具体的任务如何分配、由谁完成，各部门、
各职位享有哪些权利，需要承担哪些责任;这里

的“制度”主要表达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制度。“体制”和“制度”共同作用，解
决了“机制”的建立形式，但要实现“机制”的效
用，还需要足以让使用者信任的力量。延伸到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上来，这一机制同样
不能只狭义地理解为一系列的具体规则，而应

同时涵盖其他信任机制。具体而言，“一带一
路”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包括具体的体制、制度
和抽象的公信力、影响力。具体的体制、制度表
现为应当设立一个独立的实体机构，需要考虑

的事项包括制度依据、法律地位、目标宗旨、基
本原则、运行方式、适用范围、案件种类等，以及
如何和现有资源衔接，如何完善配套措施等。

当然，这一新机构并非完全超脱现实重新建立

的，而是在整合国内外现有法律服务资源的基

础上组建而成的。其中的具体机构和规则大多
可利用现有的资源，只需将其加以完善，然后成

立或制定少量新机构、新规则，便可设立一体化
的争端解决中心。抽象的公信力、影响力体现
在要提升“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公信力
和影响力上，要吸引更多的纠纷当事方选择这

一解纷机制。如果只是简单地组建一个新的争
端解决机制，而无法实际发挥化解争端的作用，

自然是不符合其设立初衷的。因此，除了机构
和规则的构建外，还要努力将争端解决机构建

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争端解决中心。
2．统一的国内设置+分散的区际、国际设

置。“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最终要
落脚到具体的机构、平台的设置和人员的配置
上。通常情况下，提到争端解决机制人们就会
将目光聚集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上，如WTO的
争端解决机制、ICSID 争端解决机制等。实际
上，除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外，还存在区际争端

解决机制和国内争端解决机制。不同类型的争
端解决机制作用范围和运行方式又存在差别。
既然如此，“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定位
为哪一范围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有待明确了。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圈，既不限
制成员国国别，也不限制成员国数量，目前已有

71个国家加入这一共同体，两条经济带覆盖东
亚、西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可以预见
的是，未来参与方还将持续增加。可见，“一带
一路”建设的合作形式是区际性与国际性相结
合的，产生的纠纷也是广泛而复杂的。在此背
景下，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置也应当是多元的、复
合的。
一方面，中国作为主导者和重要参与方，首

先应当建立起国内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
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多元化纠纷解

·51·

⑥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 2017年发布的《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报告》中，从三个方面探讨过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的定位问题，笔者对“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定位参考了上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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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机制改革的任务，中央也从顶层设计上对多

元化解决机制建设做出了制度安排，最高人民

法院正在逐项贯彻落实。“一带一路”争端解
决机制的构建应当以此为契机，结合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的中国方案，建立起与国情相符、与
世界接轨的新机制。除了充实和完善现有的纠
纷解决方式外，我国还要适时推出专门针对

“一带一路”商贸投资纠纷的系列措施。国内
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融合官方性和民间性的混合

模式，既包括司法途径，也包括民间解决途径。
另一方面，从国际惯例和方便争端当事人的角

度考量，“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还应包含区
际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现有
较为成熟的区际争端解决机制为参考，如欧盟

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等，根据实际需要，建立起双边或

多边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区际间争端的解决提

供制度保障。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化程度的
加深，构建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也势在必行。它将有别于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
机制，重新创设一套新的解纷体系，专门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概括而言，“一带一路”争端
解决机制将是一个兼容并蓄、多管齐下的多元
体系，争端当事人可以依据实际需要选择适用。
二、现有争端解决资源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适用及困难

( 一) 国内争端解决资源的适用与困难

1．诉讼方式的适用与困难。世界范围内一
致承认司法在解决纠纷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应当作为最后的解纷手段。相应地，替代性的
纠纷解决方式全面兴起并快速发展，且已经形

成一种整体走向和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现代社会诉讼依然是各国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最

重要途径。对公民个人而言，依据本国国内法，
将纠纷提交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是最根本、最可
信赖的争端解决方式。以我国国内纠纷为例，

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收案数超过 1，000 万件，
而同一时期，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最重要的

人民调解和仲裁收案数分别为 9，331，047 件和
136，924件。⑦ 可以看出，在我国，诉讼化解纠
纷的数量无疑占据绝对比例。虽然各国国情不
同，诉讼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也有所差别，

但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带一路”沿线
国依然是将本国司法途径作为化解商贸投资争

端的一项重要选择。
然而，以诉讼方式化解跨国争端存在诸多

弊端: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众多，各国法律
制度差异较大，难以给争端当事方提供完整统

一、共同接受的法律服务。而且，对于从事跨国
贸易的外国人而言，很难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

当地的法律，这显然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是发生跨国争端后，外来投资者可能受到不

公正待遇。部分国家可能在司法程序中差别对
待，偏袒本国当事人而为难国外投资者，甚至不

及时处理争端，或是不公正处理争端。三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中，法治水平参差不齐，一
些国家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无法给投资者提供

相应的法律保障。争端发生后，在国内法上难
以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会出现法律冲突

的情形，导致争端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四是
司法程序存在固有的缺陷，程序繁琐，进程缓

慢，难以满足争端当事方快速化解纠纷、回归正
常商贸投资活动的需求。还有各国的法院裁判
均面临着难以执行的困境，而裁判的有效执行

才是一切解纷方式最终的追求，否则争端的解

决也会失去价值。
2．仲裁方式的适用与困难。在当代 ADＲ

体系中，仲裁是最接近审判的一种解纷方式，当

今社会中仲裁也是最重要的替代司法的纠纷解

决方式。依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仲裁可以分为
不同类型，较为常见的是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

之分、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之分以及依法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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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数据来源: 2015年《中国法律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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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友好仲裁之分。⑧ 仲裁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始
于中世纪，17世纪末英国议会制定了第一个仲
裁法案，正式承认仲裁制度。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仲裁制度真正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国

家相继制定了仲裁法并成立了仲裁机构。英国
于 1889 年制定了《仲裁法》，1892 年在伦敦成
立了伦敦仲裁院。瑞典于 1887 年制定了第一
个仲裁法令，1929 年通过了《瑞典仲裁法》和
《瑞典关于外国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条例》。
法国、德国、日本也都在《民事诉讼法》中对仲
裁进行了规定。美国于 1922 年成立了仲裁协
会，法国于 1923 年成立了国际商会仲裁院。⑨

“一带一路”沿线国也大多制定了本国的仲裁
法律制度。我国仲裁事业起步较晚，直到 1994
《仲裁法》颁布，我国才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商事仲裁制度，仲裁理念才开始与国际接

轨。瑏瑠 虽然起步晚，但国内仲裁发展较快，截至
2015年，全国共有 244 家仲裁机构。我国涉外
仲裁制度是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的

推动下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现在的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世界上主要的常设商

事仲裁机构之一。除此之外，北京、上海等地也
已成立了国际仲裁机构。各国的仲裁法律制度
中都包含涉外仲裁的内容，是本国解决国际商

贸投资争端的重要方式。2016 年 5 月，中国－
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通过的《苏州共
识》强调“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认同调解、仲裁等
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民众提供高

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瑏瑡目前，“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跨国争端，国外投资者大多是将东道

国的涉外仲裁制度作为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
仲裁作为替代诉讼的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争

端解决方式，在解决“一带一路”跨国争端中作
用显著，但依靠各国国内涉外仲裁规则解决国

际争端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虽然绝大
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都制定了本国的仲裁
法，其中也涵盖涉外仲裁的内容，但实际上这些

规则并不完善。一些重要的国际性仲裁制度在
很多国家并未得到承认，如临时仲裁制度、友好
仲裁制度等。这就会导致采用国内仲裁方式解
决跨国争端时常受到制约。其次，当某国存在
国外仲裁机构时，跨国争端应当提交至国内的

哪一仲裁机构尚不明确。当下，一些跨国商贸
投资繁荣的国家通常会在国外设立国际商事仲

裁机构办事处，希望为解决本国的国际贸易争

端提供便利。但这些国外仲裁机构是否有权限
以及在多大范围、程度上有权限提供法律服务，
通常并不确定。这样一来，争端当事方可能基
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择不同的仲裁机构，难以

达成合意。而且由于待遇不同，不同的机构处
理的结果也会有所差异。最后，与诉讼方式一
样，仲裁裁决同样会遭遇承认与执行的问题。
虽然目前有专门解决非本国仲裁执行问题的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简称《纽约
公约》) ，但“一带一路”沿线国中仍有少数国家
尚未加入这一国际公约，且成员国中也存在

“互惠”保留的情形。因此，国外仲裁裁决在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的承认与执行仍然面
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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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国内仲裁是指解决本国当事人之间没有涉外因素的国内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国际仲裁泛指处理具有涉外因素

的民商事争议或国际性民商事争议的仲裁。临时仲裁是一种在事先并不存在仲裁管理组织的情况下，当事人根据仲裁
协议，将争议交给临时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仲裁。仲裁结束，仲裁庭即自行解散。机构仲裁也是当事人
根据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给某一常设仲裁机构所进行的仲裁。依法仲裁是指仲裁庭必须依据实体法律规范进行裁决;
友好仲裁是指仲裁庭依当事人的授权，不根据严格的法律规定，而按照它所认为的公允及善良原则和商业惯例进行裁

决。参见黄进、宋连斌、徐前权:《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4页。
参见乔欣:《仲裁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3页。
参见郭峰:《中国仲裁迎来引领世界的机遇》，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年 9月 10日第 11版。
参见黎虹:《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苏州共识》，http: / /www．chinacourt．org /article /detail /2016 /05 /

id /1851424．shtml，访问日期: 2018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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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际、多边与区域争端解决资源的适
用与困难

1．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与困难。
WTO 协议下的贸易和投资争端的主体往往是
主权国家，瑏瑢因此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旨在解
决政府之间关于执行 WTO 涵盖协议的争议。
作为目前应用范围最广、接受度最高、可信度最
强的争端解决方式，WTO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
最具抱负的一种准司法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瑏瑣

WTO解决争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成立
3～5人的专家组，对成员国的违法行为进行裁
决;第二层次是当事方可以对专家组报告中的

法律问题或法律解释上诉到由 7名成员组成的
上诉机构审理。WTO 争端解决机制可适用于
与贸易有关的措施，理论上来看，其也是“一带
一路”沿线国商贸投资争端解决途径之一。然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WTO 争端解决机制直接
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贸易争端可行性
不高。
其一，覆盖范围有限。WTO 争端解决机制

只适用于 WTO 成员国间因适用 WTO 规则所
发生的争端。而现阶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
中，有 15个国家并非 WTO 成员国。瑏瑤 因此，涉
及这些国家的争端是无法启用 WTO 争端解决
机制的，这显然就大大限制了WTO争端解决机
制在“一带一路”争端中的范围适用。其二，使
用率低。除了“一带一路”沿线国中非 WTO成
员国无法使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外，WTO 成

员国中也有众多国家从未将争端诉诸 WTO 争
端解决机制，数量高达 23 个国家和地区。瑏瑥 从
这些数据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对 WTO 争
端解决机制的使用率较低。瑏瑦 其三，适用主体受
限。根据 WTO 规则，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
用主体仅限于成员国政府，排除私人投资者的

适用。如此一来，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
国际争端就无法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来解
决。而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中，大量争端
将发生在私人主体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其四，
地位不对等。虽然 WTO 争端解决机制得到普
遍认可，但在不同成员国的地位却非完全平等。
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时的君子协定，美、欧、
日可向上诉机构指派三位成员，而其他 160 余
个成员只能通过选举产生其余四位上诉机构的

成员。鉴于这 160 余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
家，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贸易问题上有

不同的利益和关注点，这种安排实际上对发展

中国家是不利的，其话语权受到限制。瑏瑧 此外，
发展中国家适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时还存在
主动性不强和能力不够的问题瑏瑨

2．ICSID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与困难。外
国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跨国争端，国际

上通行的做法是提交“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
( ICSID) ”解决。ICSID是根据 1965年《华盛顿
公约》设立的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
争议的仲裁机构。ICSID 采用临时仲裁庭裁
决，一审终审，没有常设的上诉程序。ICSID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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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参见梁开银:《论 ICSID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冲突及选择———以国家和私人投资争议解决为视角》，载《法学
杂志》2009年第 8期，第 92页。

参见 Ernst－Ulrich Petersmann，“How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Ｒule of Law? Contributions by the World Trade Or-
ganization Appellate Ｒeview Syste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 1，Issue 1 ( 1998) ，p． 47．

分别为: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吉 尔吉斯坦、塞尔维亚、波黑、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
斯、阿塞拜疆、东帝汶、阿富汗、不丹、伊朗。

分别为: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蒙古、也门、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塞浦路斯、埃及西奈半岛、马尔代夫、
尼泊尔、塔吉克 斯坦、格鲁吉亚、立陶宛、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黑山、阿尔巴尼亚、保加 利亚、马其顿。

参见张晓君、陈喆:《“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载《学术论坛》2017年第 3期，第 51页。
参见王贵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 6期，第 63页。
参见陈咏梅:《发展中成员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即能力建设》，载《现代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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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规则包括投资保护协定、东道国法律以及
国际法一般原则。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的国内仲裁机制，ICSID 更具适用上的可能性
和可行性。
然而，ICSID 机制欲在“一带一路”争端解

决中占据一席之位，也会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

问题。第一，尽管作为 ICSID基础的《华盛顿公
约》有 160 多个成员国，但“一带一路”沿线国
中仍然有 10多个国家未加入，另有 3个国家签
署但尚未批准实施该条约。瑏瑩 因此，从范围上
看，约有 1 /4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是游离于
ICSID机制之外的。第二，ICSID 机制在价值上
倾向于对投资者的利益进行保护，而不注重东

道国的发展权，这很容易损害东道国的经济利

益，甚至会侵害其公共利益。瑐瑠 “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东道国通常都是发展中国家，利用

ICSID机制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实际
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共享“一带一路”新经济
下的发展红利。第三，ICSID 机制所使用的规
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国情不相适应，裁决
中高额的赔偿往往超过东道国的赔偿能力。同
时，ICSID仲裁费用较高，每个案件的平均收费
超过 50万美元，很多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
家难以承受。瑐瑡

3．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与困难。区
域间国家基于友好关系和促进经贸合作，会签

订大量区域贸易协定 ( ＲTA) 。ＲTA 一般以政
治互信为基础，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比较简单，

有的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则，只有较为原则的框

架性协定。ＲTA 常常通过各有关国家之间的
贸易经济委员会的定期会晤就有关争议进行磋

商，属于以政治外交方式解决争端。由于区域

贸易协定的条文是比较柔性的软条款，或者是

“尽最大努力”的意向性条款，缺乏强制执行
力，又由于区域贸易协定还处于初步执行阶段，

因此至今尚未有关于 ＲTA 的争议。瑐瑢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存在大量的区域性协定，仅中
国就已经与沿线 42 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瑐瑣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
协议》是较为典型的规则型区域性争端解决机
制，其中规定了多种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具有

较强的实践性。
虽然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庞大、历

时长久，但也难以完全应用到“一带一路”争
端的解决中。其适用上的困难主要有以下
几点 : 大部分 ＲTA 的争端解决条款极为简
单，对具体的争端解决方式缺乏明晰的制度

安排，实践操作性不强 ; 区域性争端解决机

制有成员上的要求，现有的 ＲTA 无法全面覆
盖“一带一路”沿线国，不能形成一个确定
的体系 ; 不同国家对不同 ＲTA 争端解决规则
认可度有所差异，甚至有些国家不认同任何

一个 ＲTA 的争端解决规则，尚未加入任何
ＲTA，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空间受到限制 ; 目前
的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大多具有显著的地

域特征，是依据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的

实际情况而建立，而“一带一路”建设地域跨
度大，争端牵涉广，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很

难发挥作用。
三、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

方案

( 一)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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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未加入的国家有:越南、老挝、缅甸、印度、马尔代夫、不丹、阿联酋、伊朗、巴勒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等;签署但
未批准实施的国家有:俄罗斯、泰国、吉尔吉斯斯坦。

参见张超、张晓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研究》，载《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 2期，第 27页。
同注释瑐瑠，第 51页。
参见张月姣:《“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法律思考》，载王贵国、李鋈麟、梁美芬主编:《“一带一路”的国际法律视

野:香港 2015“一带一路”国际论坛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7～18页。
参见刘艳、黄翔:《“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风险的防控———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载《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 8

期，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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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活多元原则。“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
是开放和包容，包括合作理念、合作共建、合作
领域、合作方式的开放包容。2017年 5月 14日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式演讲中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
之路，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

世界经济。瑐瑤 在此内涵指引下，“一带一路”争
端解决机制也应当是灵活多样、兼收并蓄的。
上文已经分析了现有的各类法律服务资源均无

法单独适用到“一带一路”商贸投资争端解决
中，虽然它们都能在有限的领域内发挥一定作

用，但却难以单独运作。因此，新的争端解决机
制需要融合现有的资源，发挥其优势，同时专门

针对“一带一路”争端建立其他新的规则，从而
弥补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在整合新旧资
源的基础上，建立起融合司法、仲裁、调解、协商
等为一体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

2．利益衡平原则。利益的多元、多样、多层
次存在方式，使得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冲突，这

就需要规则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衡平复杂多

变的利益冲突。瑐瑥 调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积极性、主动性的前提是必须使其在建设过程
中真正得到实惠及利益，但这一过程中各方的

利益冲突在所难免，现有争端解决资源间的冲

突实际就是当事人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瑐瑦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均有其自身的利
益预期，争端的出现往往就是因为不同利益主

体间产生了冲突。而争端进入解纷机制后，不
同利益主体又会持不同的立场，力图获得有利

于自己的裁决。“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要
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点，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

作最大公约数。瑐瑧 具体来讲，“一带一路”争端
解决机制应遵循一体化原则，将争端各方的利

益统筹考虑;遵循损失最小化原则，尽可能维护

争端各方利益，降低损害; 遵循紧缺优位原则，

在兼顾各方的同时优先保护紧缺利益; 遵循协

商原则，以多次、广泛、反复的协商达成合意，维
护共同的利益。

3．刚柔并济原则。争端解决最核心、最具
现实意义的就是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如果

争端解决机制无法保证裁决的最终执行，解决

争端的一切努力都将失去意义。要实现这一目
标，就要求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

普遍的约束力又是以外在的强制力作为后盾。
因此，“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要想获得国际
社会的认可，就必须保障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效力包括某些情况下的强制管辖力、强制
执行力等。但是，“一带一路”战略强调尊重当
事国主权、尊重当事方意思自治，与之相匹配的
争端解决机制自然也应当体现出自治化。争端
解决机制建立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当事人
在争端解决的各环节都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决

定权，可以协议选择本国或者第三国法律作为

解决争端的准据法，也可以根据国际条约、国际
惯例将争端提交给相应的机构解决。瑐瑨 因此，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要体现刚性一面，
又要兼顾柔性一面。
( 二) 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具

体思路

1．完善国内争端解决方式。“一带一路”争
端解决机制不是对已有规则的全盘推翻，而是

整合并完善现有法律服务资源并适当创设新的

规范。也就是说，现有的国内争端解决方式仍
然是新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从“一带一路”争端实际出发，积极完善国内涉
外争端解决方式，是构建新的争端解决机制的

重要一环。这不仅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充分利
用，也有利于吸引争端当事人选择中国作为解

纷地。上文分析了诉讼和仲裁适用于“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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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日报》2017年 5月 15日第 3版。
参见程多威:《环境法利益衡平的基本原则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 6期，第 57页。
参见王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法治机制构建》，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 2期，第 34页。
参见张锋:《国家战略:建设“一带一路”》，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15页。
数据来源: 2015年《中国法律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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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争端解决时面临的困难，我们要以此为对
照，修改国内立法，尽可能地畅通这两种争端解

决渠道。
诉讼解决机制方面，我国现阶段可以考虑

在管辖权、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关涉争端解决
机制适用和效力的重要方面，对国内法予以完

善。就管辖权而言，2015 年《民事诉讼法司法
解释》引入了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和平行诉讼
制度，瑐瑩对于解决“一带一路”跨国争端中的管
辖权冲突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有学者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532 条规
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情形称为“六条件
说”，认为这种规定存在诸多弊端:对案件是否
涉及本国利益问题的判断和比较国内外法院审

理案件上的便利性，可能产生基于国籍或惯常

居所的歧视现象且难以实现个案公正的目标，

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法律适用

的不确定性。并同时指出，自不方便法院原则
的适用条件被逐步明确以来，法院在司法实践

中常常以不同理由拒绝当事人基于不方便法院

原则提出的抗辩。其认为，从司法解释的规定
和法院的实践来看，我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侧

重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而非平等对待当事

人的利益。瑑瑠 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构建
中，应以诉讼的均衡性和个案的公正性为考量，

严格当事人对哪一间法院管辖更具便利性的证

明责任，并适度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完善

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民事诉讼法司法解
释》第 533条只认可对抗式重复诉讼，一方当事
人在国外起诉，另一方当事人在国内起诉，国内

法院才受理;一方当事人先在国外起诉后又到

国内起诉的重复式平行诉讼，法院并不受理。

笔者认为这种规定过于绝对，对于国外法院故

意拖延诉讼的情形没有充分考虑。“一带一
路”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中，我国法院可以通过
新的司法解释或规定明确在国外法院存在故意

拖延审理情形时，当事人可以向国内法院起诉，

以便及时保障中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就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而言，我国《民事诉

讼法》第 281条规定，外国当事人和法院可依据
中国与外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或者互惠

原则，请求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截
至目前，有 34国与中国签订了国民商事司法协
助条约，相互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其中“一带
一路”沿线国有 23国。瑑瑡 也就是说，中国与大部
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并不存在这类司法协助
条约，只能依照互惠原则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

法院判决。然而，在实践中，我国法院“一直严
格遵循传统的‘事实互惠’的做法，即只有存在
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情况下，

中国法院才会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瑑瑢这
不利于形成互利互惠的司法协助体系。以中、
美司法互助为例，长期以来中国法院都没有承

认和执行过美国法院判决，尽管美国法院承认

和执行过中国法院判决，这一情况直到近期才

出现转机。2017年 9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全国率先裁定承认和执行美国法院商事判

决，开创了美国法院判决在中国获得承认和执

行的先例。瑑瑣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构建
中，我国应当认可法律互惠原则，而不仅仅局限

于事实互惠原则，只要国外判决基本符合国内

法律或不存在重大冲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时，就应对外国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
同时，我国可以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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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532条、第 5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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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承认与沿线国存在互惠，通过先行给惠的

方式传递出中国的善意，为与沿线国之间相互

承认和执行判决打下基础。
仲裁解决机制方面，现阶段最为紧迫的当

属临时仲裁问题。依照我国《仲裁法》，仲裁协
议需载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才被认定为有效，

而这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并不一致。境外仲裁
机构或仲裁员协会通常接受临时仲裁，这就有

可能造成一个显著的矛盾: 如果我国不接受临

时仲裁，境外仲裁机构或组织在我国就无法开

展业务;如果我国接受临时仲裁，在现行法律体

制下，会造成国内仲裁机构与境外仲裁机构竞

争上的不公平，因为国内仲裁机构会受到《仲
裁法》的限制而不能开展临时仲裁业务。瑑瑤 构建
临时仲裁制度在理论上的探讨由来已久，实践

中也已有了新的突破。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12月 30日发布的《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 9 条规定:“在自贸
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

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
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自
贸区对临时仲裁采取的宽容和支持态度，为推

动《仲裁法》的修改以建立临时仲裁制度提供
了契机。当然，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还涉及其
他诸如在线仲裁不完备、友好仲裁制度缺失、仲
裁程序“非国内化”有限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在
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去
完善。

2．整合各类国际、区域间争端解决资源。
虽然单独适用任何一种国际、多边或双边争端
解决机制化解“一带一路”商贸投资争端都会
面临诸多障碍，但这些法律服务资源实际上正

在现实中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无论是
WTO争端解决机制、ICSID 争端解决机制还是
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都肩负着特定的使命，在

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赢得了各

自成员国的信任。充分利用这些现有资源，不
仅能节约制度构建成本，也能获取更多支持。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重在对现有资
源的整合，只要是涉及沿线国的国际、区际条约
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或单独的争端解决条约，都

应当成为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吸收借鉴的参考。
这些资源被纳入到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后，争端

当事方可以自主选择其共同加入的条约作为解

决争议的规则。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也可
以通过谈判、协商对上述国际、区际争端解决机
制进行变通，以申明或补充条款的方式弥补这

些规则适用于“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时的不足，
更好地发挥这些机制的价值，为“一带一路”建
设服务。

3．组建新的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争
端解决机制虽然不是推倒重来，但也不是徒有

其名。既然不同于现有的争端解决资源，新机
制自然需要构建起新的规则体系。由于新的争
端解决机制中涵盖多种争端解决方式，每一种

解纷方式又是以大量具体规则作为支撑，上文

已经列举出一些典型的需要重构的规则，此处

不再深入探讨。新机制的构建，从宏观上来看，
应从争端解决方式和争端解决机构两方面

着手。
一是争端解决方式。“一带一路”争端解

决机制是集合诉讼内外争端解决资源为一体的

多元化模式，而且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处于主

导地位，具有更大的适用空间。除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的国内法律资源外，区域性、国际性
的商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占据重要地位。新的
争端解决机制可以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而建立，吸
收现有可用的争端解决资源，作为新机制的规

则基础，并根据需要制定新规则，将新旧资源组

合，形成新的规则体系。新机制下，要有新的争
端解决引导规则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

服务。在多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当事人
可以合意选择任意一种争端解决方式处理自己

的争端。更为重要的是，新机制中的各种争端
解决方式需具备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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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争端解决机构。建立新的“一带一
路”争端解决机制，需要设立一个具体的执行
机构，该机构应当在中国的主导下由“一带一
路”沿线国共同组建。机构总部可以设在中
国，然后在沿线各国设立办事机构，负责沟通协

调工作。争端解决机构肩负多重职能，既负责
“一带一路”协定的解释，也负责争端从进入到
化解再到执行的整个过程的运作。该机构的定
位是提供集中法律服务的非营利性法人，不仅

有独立的组织和部分，也接受沿线国设立仲裁、
调解等分支机构。机构中从事争端解决的人员
应从沿线国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中选任。机构
的具体框架、运作程序和模式，可由专家学者先
行讨论，然后提交沿线各国考虑，待沿线各国达

成一定共识后，则可邀请政府代表具体谈判并

达成协议。

四、结语
“一带一路”建设中，化解各种各样的法律
风险，需要完备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保障。现
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一带一路”商贸投
资争端中存在适用上的障碍，无法满足现实需

求，有必要建立起一套新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不是中国单
独就能完成的，需要沿线各国的共同参与，应在

整合现有资源并创制一系列新规则的基础上，

形成一套多元的争端解决新机制。实现这一创
举，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大资源，并注重不同
机制间的衔接。当然，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
决机制是一项重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一蹴

而就，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逐项推进，而中国
在这一过程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Expla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One Belt One Ｒoad”Disputes
Ｒesolution Mechanism

Wang Qi
Abstract: The new era，the construction of“one belt one road”has entered the phase of

specific undertaking， it demandes the new requirements to the multiple， speci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of“one belt one road”on the one hand re-
flects the objective system and regime，on the other hand，reflects the subjective credibility and
influence．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ervices． In
long term，in the pro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one belt one road”，the exist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s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New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the premise of ameliorating the multinational dispute resolu-
tion instruments， integrat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struments，
constructing new institutions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s and rules．

Keywords: new era; one belt one road; disputes resolution; multi－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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